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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在中国与非洲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中国外国直接投资（FDI）
对非洲低碳工业化的影响。本文分析基于面板数据集，涵盖了2003年至2014年间中
国对34个非洲国家的制造业进行的直接投资项目，并使用Lewbel工具变量解决潜在
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加剧了非洲工业碳排放，
这种负面影响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产业尤为显著。另外，尽管来自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样集中于资源密集型产业，对工业
碳排放却并没有类似的显著负面影响。我们将这一发现归因于两个机制：一是中国
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二是与国际最佳实践相
比，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制造过程中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标准的实际执
行上存在次优化现象。进一步分析还强调了接收国环境法规的潜在调节作用，尽管
在统计数据上不显著，但突显了非洲大陆普遍存在的机构执行不力的问题。总体而
言，研究发现强调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和非洲自然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我们讨论了政策启示，强调了加强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以便在利用中国外国直接投
资获取更多发展利益的同时，在最大限度上减少环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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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成立和2006年中非发展基金设立以来，中国与非洲的经
济关系得到显著增长和深化。中国目前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许多非洲国家最大的出口
国和最大的进口供应国（Torreggiani和Andreoni, 2019年；Owusu等，2022年）。中国对非洲
的经济发展参与也稳步增加。例如，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开发性金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超过1万亿美元，与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和西方国家相匹敌（Horn等；2019年；Humphrey和
Michaelowa，2019年；Dreher等，2022年）。此外，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
界上向非洲提供最大双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国家（Yu，2021年）。然而，中非日益深
化的关系，已成为讨论其组成、目标、性质及对非洲工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主题。

根据中国对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模式的评估显示，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集中在能源和自然资
源领域，这引发了对中国获取资源意图的疑惑（《金融时报》，2013年）。此外，中国在非
洲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非洲也向中国大量出口大宗商品（Zafar, 2007年；Garcia-Her-
rero和Casanova，2017年），同时进口低成本、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制造品（Torreggiani和
Andreoni，2019年）。因此，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工业化前景，尤其是转向低碳工业
化的潜在影响，成为一个实证问题。本工作论文的首要目标是，通过研究中国对非洲制造业
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和构成对非洲制造业碳强度有何影响，以解答这一问题。

然而，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低碳工业化的潜在影响可能受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类型（即接
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或环境法规在内的重要调节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在决定整体影响
中起着重要作用（Adekoya，2022年）。因此，作为第二个目标，采用实证方法来探寻环境
法规和外国直接投资类型在外国直接投资与低碳工业化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使用《金融时报》FDI Intelligence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交易数据，整
理了一个涵盖2003年至2014年间中国对34个非洲国家的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面板数
据集。该数据还整合了目标国家接受的所有其他外国直接投资的信息，以计算来自中国的外
国直接投资占一国每年所获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我们将这些数据与世界银行《世界发
展指标》所提供的相同目标国家在相同年份的工业部门碳排放占总燃料燃烧份额的数据进行
了合并汇总。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得出了四个结
论。第一，中国的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非洲的制造业二氧化碳（CO2）排放。第二，
中国的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在非洲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投入会加剧这种碳排放影
响，但是对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投入对碳排放没有显著影响。第三，结果表明，尽管这种减
缓作用在统计数据上不显著，但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法规在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碳排放影响有
重要减缓作用。在环境法规健全的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较低。

本研究为理解外国直接投资与可持续工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理论见
解和实际建议。首先，本文对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影响的文献作出贡献
（Borga，2021年; Ofori等, 2023年）。已有文献通常在所有产业加总的基础上研究外国直接
投资及其对碳排放的影响，但本文专注于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在同一产业内的碳排放，控制
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同来源，从而排除了潜在的加总偏误问题。因此，本研究为首次尝试量
化外国直接投资如何影响非洲制造业生产的碳强度，为如何在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低的非洲
大陆实现低碳工业化提供了政策建议。

其次，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机制。我们特别研究了行业和环境法
规的作用，还比较了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发展碳排放的影响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直接
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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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而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没有增加。相比之下，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虽然也集中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但对碳排放在统计上没有
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制造过程中实施更高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这两个
实证发现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通常决定对清洁生产过程的遵循程度）和外国直接投
资的行业领域都是决定是否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此外，环境法规在调节环境影响方
面至关重要，尽管我们发现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但这可能主要归因于非洲大陆环境法规执行
的效果不佳，或监管机构不力。

本工作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外国直接投资和低碳工业化的理论观点；第三部分讨
论数据集和方法；第四部分讨论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

文献综述

低碳制造业与非洲工业化未来

非洲工业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如何巧妙地应对气候转型。全球向绿色经济转型的需求，这对
非洲的制造业生产和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非洲总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不到4%，但该
地区却面临着极高的气候风险。非洲对大宗商品十分依赖，导致非洲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
与气候变化相关联，气候波动容易对非洲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非洲高达95%
的农业生产依赖降雨，农业对于当地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巨大，这更加剧了
非洲地区的脆弱性（非洲开发银行，2019年）。此外，主要出口市场消费者的偏好逐渐转向
了可持续产品，这也为非洲地区带来了严峻挑战。

需要关注的是，若低碳工业化政策阻碍了非洲工业化的愿景，这些政策会遭到反对。出口机
会紧缩、设置进入壁垒以及降低价值链贸易收益都会导致这种风险发生。鉴于非洲出口产品
一大部分是资源型产品，主要为矿产和化石燃料等采掘品，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等政策可能会使这些碳密集型出口所取得的收益化为乌有（He等，2022年）。此外，向低碳
工业化的转型代价昂贵，需要减少劳动力，还需大量投资用以提升能力，来确保竞争力。大
多非洲国家都面临转型滞后问题，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财政限制方面都使非洲国家在转型
过程中寻求融资时遭遇阻碍。在这种背景下，考虑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外国直
接投资的投资国，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些挑战中，向低碳制造业
转型为非洲提供了一个宝贵机会，以投资建设气候智能型制造业。这样一来，可以使非洲国
家摆脱对大宗商品的依赖，为生产竞争力强、效率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铺平道路。

理论观点：外国直接投资与低碳工业化

外国直接投资对低碳工业化的影响并不简单。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通常与先进技术应用相
关，这些技术本质上比本国生产商原本使用的技术更加清洁，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
国公司（MNCs）拥有先进的生产、清洁和污染控制技术和实践经验，并将其转移给在发展
中国家设立的子公司。清洁技术的引入可以成为改善东道国工业过程的催化剂，促进清洁生
产方法、节能技术和工业废物减排策略的发展和实施，从而在整个生产生命周期“污染光
环”效应内减少排放（Gallagher和Zarsky，2007年；Demena和Afesorgbor，2020年）。

虽然这种知识转移通常通过跨国公司与其在接收国国内设立的公司之间非自愿地进行，但也
可以自愿产生，即跨国公司自愿与其投资的国内供应商分享新知识，以确保外包生产更加高
效。然而，对于希望参与并受益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国内企业而言，跨国公司要求这些企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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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定的生产能力才能进入全球生产网络，企业还需保持竞争力。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国
内企业（供应商）被迫进行投资，以获取他们在生产网络中执行特定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能
力。这种投资可能涉及引入新的环保生产技术、采用多种创新、提升工人技能水平从而高效
利用设备和信息，甚至可以改变组织结构，从而改进清洁生产方法，减少工业生产中的排
放（Humphrey和Schmitz，2002年; Pietrobelli和Rabellotti，2011年；Ndubuisi和Owusu，2021
年、2023年）。

另一方面，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增多，发展中国家之间对外国投资者的激烈竞争（吸引寻
求资源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导致外国投资者降低环境标准，这可能导
致排放增加，并在监管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加剧污染（Zugravu-Soilita，2017年）。从本质上
讲，外国直接投资对低碳工业化的影响是一个实证问题，取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类型和投资
接收国的监管质量，因此，需要采用细致的方法来考虑外国直接投资与低碳工业化之间的复
杂关系。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在非洲低碳工业化中的作用

已有文献对中国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目标和影响进行研究。对1998-2012年间在非投资的
中国中小型民营企业交易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技能较丰富国家，中国投资大多集中
在技能密集型产业；而在资本较稀缺国家，中国的外商投资大多集中资本密集型产业。这表
明了中国的投资目的是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Chen等，2018年）。然而，中国在50个非洲国
家参与经济活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建设活动和出口对当地国家的环境和二氧化碳排放产生
了负面影响（Tawiah等，2021年）。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施工时会产生粉尘污
染、水污染和化石燃料使用导致的污染，投资资源开采业也会恶化当地环境。同样，Chen等
人（2023年）发现，中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与绿色增长指标呈负相关，这表明中
国对资源开采的投资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Calabrese和Tang（2022年）所发表的综述文章提出，中国企业在非洲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主
要投资引出了非洲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Sun，2017年）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
对生产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工业化和多样化生产的推动下，广泛促进了非洲的经济结构转
型。然而，他们对中国在采矿业和农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贿赂等治理问
题表示担忧。Larsen 等人（2023年）进一步指出，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部分投资行为缺乏
低碳、绿色转型或可持续增长相关政策和指导方针。不过，他们也认为，在监管薄弱的国家
中，并非只有中国投资企业才存在这些挑战。 

在现有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低碳工业化前景影响的文献中，实证证据仍存在一些不
足。首先，文献分析通常没有控制其他外国直接投资来源，这些来源也可能影响非洲工业的
碳排放。其次，现有文献关注的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总体水平，并未对制造业的不同子行业进
行细分，而不同行业活动的异质性效应可能才是真正的影响因素。第三，在分析碳排放效应
时，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而不是各个行业的排放量，这可能会
引入行业层面的多种内生因素干扰。我们的研究填补了这些文献空白，此外还有助于我们理
解中国的经济参与和非洲环境结果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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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变量和数据来源

中国近60%的外国直接直接投资通过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进行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中非研究计划，2022年），因此要估算中国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
真实规模具有挑战性。中国在非洲投资官方数据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MOFCOM）
官网按地区和行业发布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年度统计公报中找到，以往研究中国海
外外国直接投资的文献也引用了这一数据（Chen等，2018年；Stone等，2021年）。

虽然商务部提供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数据，但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商务部在2014年之
后停止公布数据，因此难以观察2014年之后的投资趋势。其次，商务部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
只列出了是否有企业在目标国家投资，但没有列出投资的总额，因此很难衡量外国直接投资
的规模。最后，数据没有提供其他来源对目标国家的年度外国直接投资的信息。幸运的是，
《金融时报》开发的FDI Intelligence让我们能按来源、年份和行业查看外国直接投资的投资
额。FDI Intelligence可追踪目标国家所有来源、所有行业的每日绿地投资公告。我们之所以仅
关注绿地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关注并购（M&A）外国直接投资，是因为2000-2022年间中国
在非洲的并购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和能源行业，投向制造业的比例只有1%（Moses
等）。因此中国的并购外国直接投资与我们主要关注的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关系不大。我们
收集了2003-2022年的数据，数据涵盖资本投资总额。由于FDI Intelligence的数据来源为投资
公告而非投资实际运作，我们采取了额外步骤来验证收集到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信息的有效
性，逐项核实了总共665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投资总额。

我们利用这些数据，构建了每年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占非洲目标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比
例，同时收集了世界发展指标（WDI）中有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燃料燃烧总量的百分
比）的数据来测量碳排放强度。由于某些国家的数据缺失，我们最终得到了34个国家的样本
数据。本文所分析的完整国家名单见附录表A1。图1显示，全球对非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
资从2003年的1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42亿美元。制造业中外国直接投资额最高的前五个非
洲国家是埃及、尼日利亚、南非、摩洛哥和安哥拉。

图 1：每年流入非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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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使用FDI Intelligence数据库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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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表明，非洲制造业吸引的中国投资最多。截至2022年底，中国在非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
32.2%集中在制造业，其次是建筑业，占比29.1%，采掘业占比11.2%，物流、分销和运输业占
比10.7%，电力行业占比7.2%，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占比6.4%。中国对非洲的外国
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比非常大，因此，研究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大陆的
总体环境影响十分有必要。

图2：2003-2022年中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按行业划分）

物流、配送与运输业
��.%

来源：作者使用FDI Intelligence数据库分析得出。

图3为过去二十年来每年流入非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变化情况，投资来源以百分比表
示。2012年左右以来，中国成为了非洲制造业最重要的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来源。2018年中国
对非洲制造业投资的重要性尤为明显，当时中国投资占比达到了31%的峰值。然而，2022年
中国投资份额骤降至4%。下降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非洲地区的主权债务危机迫在眉睫，
而中国作为最大、又是唯一的双边官方债权国，这很可能使投资者变得谨慎；其次，全球遭
遇新冠疫情，对经济产生了广泛影响，扰乱了全球的投资流动。这些因素共同导致造了2022
年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显著减少。

尽管出现了种种挑战，但数据表明中国仍在非洲制造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美国的投资占比
相对稳定，通常在10%左右，2004年达到最高占比，为27%；印度的占比曾出现过几次最高
点，如2012年达到15%；而英国的投资参与从2018年开始才开始增多；欧元区一直保持对非
洲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在2014年，欧元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比接近一半，达到48%。
非洲的自身投资在2013年达到占比21%的顶峰，这反映了非洲内部市场的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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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以投资来源分类的非洲制造业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百分比）

来源：作者使用FDI Intelligence的数据库分析得出。

图4展示了中国每年流入非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情况，按行业特点分类，以百万美元
计。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2016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
资增长尤为突出，恰逢非洲关于产业政策和结构转型前景的讨论。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和卢旺
达，这两个国家一直非常重视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源密集型产业以
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多。但自201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制造业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逐渐超过了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这可能是因为2014年底以来大宗
商品价格暴跌，使得资源密集型投资的吸引力下降。然而，也有例外情况发生，2018年对资
源密集型的投资出现了异常飙升。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2020年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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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的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百万美元） 

来源：作者使用FDI Intelligence数据库分析得出。

图5为中国对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根据不同行业特征分类的比例分布，是对图4的补充。尽
管资源密集型产业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但自2015年以来，其份额逐渐
下降。与此相反，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份额却在增加，反映了中国对这些行业的
战略重视。这一转变在2021年尤为明显，当时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外国直接投资的95%。图4
可见，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绝对投资在2020年达到最高，图5也显示了同年该产业的占比出现
了显著相对增长。这说明非洲电信技术领域在中国对非洲外国直接投资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
提升，华为和中兴通讯成为其中的领先企业。但资源密集型产业仍间歇性出现峰值，如2018
年，这说明中国投资者依旧关注着非洲的资源密集型产业。

图5：中国对非洲制造业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百分比）

来源：作者使用FDI Intelligence的数据库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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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中的图A1和图A2展示了经合组织国家对非洲制造业的年度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情况，并
按行业特征分为绝对额（百万美元）和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占比。资源密集型产业历
来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对象，在2022年达到了21.1亿美元的投资额高峰。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08年显著增多，达到4.66亿美元，这一增长趋势与经济增长中对劳
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广泛关注相一致。2020年，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额达到最高，为1.63亿美
元，反映出对技术驱动型产业发展投资兴趣的日益增加。

对外国直接投资按产业划分，可以看出资源密集型产业始终占多数的投资份额，尤其是在
2022年，占总外国直接投资的85%。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08年份额占比较大，为39%，说
明在该时期投资战略性地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份额随着时间有所增
加，2020年达到26%的最高值，这意味着制造业领域对技术提升的关注日益增强。这些变化
趋势凸显了经合组织国家在非洲投资策略中优先事项的转变，投资重点明显放在了资源密集
型产业，但同时也看到了劳动和技术在推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潜力。

尽管经合组织国家和中国的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文献表
明，中国对非洲制造业投资时所带来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较高。这为当地生物多样性和
土地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因为中国企业仅按照当地法规设定的最低环境、社会和治理要求开
展相关生产活动，而不是遵循中国自身提出的绿色“一带一路”指导方针或国际最佳实践的
要求（Springer等，2023年）。此外，中国企业在全球南方对待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的方
式与来自更发达经济体的企业不同。尽管中国政府将环境、社会和治理逐步纳入其监管条例
（Morris，2023年），但中国企业主要关注其运营管理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而非伦理考量。
中国的私营企业更关注盈利和稳定，将环境、社会和治理作为风险管理工具，来应对当地要
求（同上）。相比之下，实证研究发现，经合组织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拥有的创新技术和改
进标准，可能对环境产生积极的长期影响（Pazienza，2019年）。这表明，即使是在相同的
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中国企业所实际执行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可能低于来自
经合组织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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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定和估计策略

为了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制造业碳强度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我们设计了以下回归模型。

表示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目标国一年总碳排放量的份额， 为中国
对非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下角标 εit 代表国家，t 为时间段，γi 为国家固定效应， δt是时间
固定效应，εit为特异误差，C′ it是控制变量向量。为了最大减少可能遗漏的变量造成的偏差，
在实证规范中控制其他重要变量也非常重要。根据现有文献（Xu和Lin，2015年；Raheem和
Ogebe，2016年；Nathaniel和Adeleye，2021年），我们的实证控制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
和总人口。具体来说，我们实际使用人均GDP及其二次项来检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最早是在Grossman和Krueger（1993年）的关于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NAFTA）潜在影响的开创性论文中所提出。这一假说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对
环境的破坏会增加，可一旦国家达到更高收入的经济水平，对环境的破坏便会减少（Selden
和Song，1994年；Grossman和Krueger，1995年；Stern，2004年）。我们还控制了行业增加
值占GDP的比重，以得到结构效应。行业增加值占比根据现有文献进行选择，这些文献显示
了工业活动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的强正相关性（Grossman和Krueger，1993年）。使用
总人口来判断人口增长造成的影响，因为现有研究表明人口增长会通过对工业产品产生高需
求而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不利影响（Kaufman等，2007年；Jiang等，2013年）。我们
还考虑了环境法规衡量指标。我们使用自建的指数来衡量，将该指数定义为一个国家加入
环境条约的总和。用于计算该指数的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环境统计数据
（UNDESA）1。为了将环境法规的影响与更宽泛的国家监管机构质量影响分开观察，我们还
控制了全球治理指标中的规制质量指数。我们对所有国家的完整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将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这三部分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

我们首先根据两个假设得出估计方程1：第一，通过引入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来分离并捕捉
时不变不可观测特征；第二，通过时间固定效应获得在各国家间一致的年度冲击事件。为了
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工具变量（IV）方法，并忽略这些假设来解决因遗漏变量偏
误和联立性偏误引起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我们利用Lewbel（2012年）的工具变量方法，通过
模型中的异方差构造工具来识别缺乏良好外生工具时的内生变量（Baum等，2013年）。传统
的工具变量需要一个识别内生变量的适当外部工具，但Lewbel（2012年）工具变量方法则不
同，它能识别与异方差性误差项乘积不相关的回归量，这些回归量存在于多种模型中，由于
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导致结果产生误差。（Baum等，2013，第13页）。然而，这种方法也允
许使用外部工具，Baum和Lewbel（2019年）建议在有可用工具时通过使用外部工具来提高工
具变量估计量效率。在本文分析中，我们分别使用了有外部工具和无外部工具的工具变量-异
方差性结果，共使用两种外部工具。

1 我们分三步计算该指数。第一步，我们计算一个指数，该指数为每个国家环境条约的总和；第二步，将指数标准
化，使指数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第三，提取非洲国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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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选择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在其他非洲国家的平均占比作为工具变量。受贸易类文献
（Autor等，2013年；Bloom等，2016年）的启发，我们选择这一工具捕捉受国外供给状况变
化影响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占比变化，但这些国家不受可能内生于碳排放的国内行业特定冲
击的影响。我们使用公式2来计算这一指数。 

Average Chinese FDIit =
Chinese FDIt − Chinese FDIit

n − 1

 

公式中，n 是样本中的国家总数，Chinese FDIt 是t 时间段内样本中所有非洲国家的中国外国
直接投资总和， Chinese FDIit 表示国家-时间-特定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从总外国直接投资
中减去后者，我们得到了一个随国家和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接下来，我们选择的第二个工
具是通过引力模型预测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额。选择这个工具同样受一篇以预测贸易流动作
为工具的贸易类文献（Frankel和Romer，1999年；Blanchard 和Olney，2017年；Feyrer，2019
年）的启发，旨在利用国家特征的外生变化来识别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这一分析方程如公
式3所示。

  
Chinese FDIijt = f (Xit,   Zijt, μijt)…(3)

公式中，Chinese FDIijt ∈ 包括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劳动密集型中国外国直接投资额、
资源密集型中国外国直接投资额和知识密集型中国外国直接投资额， j表示中国，Xit是衡量
不同非洲国家变化的变量向量（比内陆国家与否、国土面积差别等）, Zijt  是衡量两个国家间
差异的变量向量（如外交分歧、距离、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资格、创业成本差异以及
制度相似性和偏好相似性）2。根据引力模型预测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共有三个步骤：利用
引力模型估计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根据后引力模型估计值预测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汇总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的预测流量，得出每个非洲国家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时变预测
值。然后我们将后者作为Lewbel工具变量回归方法中的工具。我们的识别假设是，预测的中
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不受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从而可以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结果变量的影
响进行因果推断。附录中的表A3展示了引力模型结果。中国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
因素有四个，包括国土面积、世贸组织成员资格、双边距离和创业成本差异。重要的是，国
土面积和世贸组织成员资格是拉动因素，创业成本差异和双边距离则是推动因素。

2 制度相似性指非洲国家与中国在法治方面的差异。偏好相似性指非洲国家与中国的人均GDP差异。创业成本是指非
洲国家与中国平均创业成本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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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全样本

表1为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第1-2列展示了面板固定效应的结果，而第3-6列为工具变量估计
的结果。分析表格全列数据发现，中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会使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
放增加。以第1列为例，结果显示，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增加1%，会使非洲国家的制造业二氧
化碳排放增加0.017%到0.019%之间。该项数据在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当引入控制变量
并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第3至第6列）。

一方面，分析结果与其他研究观察到的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
的投资对当地环境有不利影响（Tawiah等，2021年；Yang等，2021年；Chen等，2023年）
，或增加了当地能源消耗（Yang和Ni，2022年；Shinwari等，2024年），尤其在较低收入
国家尤为明显。因为这些国家的环境和社会法规往往较为宽松（Mahadevan和Sun，2020
年）。这种“竞次”的心态可以吸引更多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但却以牺牲环境保护为代价
（Springer等，2023年）。

另一方面，分析结果也与某些研究相矛盾，这些研究认为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所有“一
带一路”国家和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Su等，2022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样本
仅限于世界上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制造业排放，这些国家的制度法规最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对当地制造业投资的创新技术可能不是最先进的。已往文献表明，在这些国家，中国对制
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往往集中在轻工业，如低技能的服装和鞋类生产以及其他资源密集型制造
业，如矿物、金属以及石油和天然气（Brautigam和Tang，2011年）。因此，其他文献观察到
的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的技术转移的减排效应在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中可能十分有限。

至于控制变量，估计系数有我们预期的正负符号，尽管有些系数在常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不
显著。环境法规的估计系数在所有列中保持负值，尽管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对二氧化碳排
放的负面影响凸显了系统性作用，证明严格的环境法规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这种情
况下，环境法规的无效实施可能导致未观察到的无显著影响。人均GDP的估计系数为正，而
平方项为负，表示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 关系：在制造业经济增长
的早期阶段，二氧化碳排放在增加，但在国家达到较高收入水平后，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因
此，本文分析结果和Grossman和Krueger（1995年）以及Stern（2004年）等研究一同为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不同行业在GDP中的占比正估计系数与现有研究一致，
研究表面工业化虽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也可能增加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监管质量
（衡量制度）的估计系数与文献一致。最后，总人口的估计系数也与文献一致，说明人口增
加导致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其中部分原因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这
也可能来源于高土地转换率和栖息地丧失，从而会减少生物多样性并改变物种相互作用，并
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Kaufman等，2007年；Jiang等，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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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

面板固定效应 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5) (6)

中国外国直接投
资（对数）

0.020*** 0.019*** 0.019** 0.017** 0.019*** 0.017**

(0.007) (0.007) (0.008) (0.008) (0.007) (0.007)

环境法规 -0.076 -0.075 -0.316 -0.076 -0.316

(0.297) (0.276) (0.243) (0.276) (0.243)

人均GDP

（对数）

1.291 1.286 1.635* 1.289 1.638*

(0.965) (0.906) (0.858) (0.902) (0.854)

人均GDP的平方 -0.077 -0.077 -0.092 -0.077 -0.092

(0.068) (0.064) (0.060) (0.063) (0.060)

人口（对数） 0.814 0.816* 0.786 0.815* 0.785

(0.533) (0.493) (0.481) (0.494) (0.481)

监管质量 -0.154* -0.154* -0.176** -0.154* -0.176**

(0.092) (0.085) (0.082) (0.085) (0.082)

行业（占GDP的
百分比）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常数项 2.377*** -17.591** -16.663** -17.759** -16.666** -17.763**

(0.066) (8.422) (7.472) (7.311) (7.472) (7.310)

观察值 338 335 335 326 335 326

R平方 0.885 0.889 0.889 0.900 0.889 0.900

国家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Hansen J统计量 44 45 45 45

Hansen J统计量
p值

0.16 0.06 0.18 0.06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来源：作者使用所描述的数据绘制。

注释：第1-2列为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第3-6列为Lewbel-工具变量-回归。第3列为没有使用外部工具的结果，第4-6
列为使用外部工具的结果。第4列的外部工具是预测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第5列的外部工具是平均中国外国直接投
资流入量。第6列为同时使用两个外部工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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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析包括来自其他外国直接投资伙伴和国家（如欧盟、美国和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时，这些结果仍然稳健，如见附录表A4。所有列的结果显示，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和来自非
经合组织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了非洲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反，我们没有发现
任何证据表明来自经合组织及其他地区或国家（如欧盟、美国或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显著
增加了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图1A和2A中显示经合组织国家对非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
模式与中国相似，考虑到这点，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可能不仅仅源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模式，
这些投资项目的实际运营过程也可能造成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现有文献指出，中国外国直接
投资倾向于遵守东道国的最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Voituriez等，2019年；Springer
等，2023年）。尽管中国政府最近颁布了更严格的“一带一路”项目环境标准的国内法规，
提出了“绿色、清洁”的目标（Coenen等，2021年），但这些新法规可能还需一段时间才能
全面生效， 而我们的研究数据集中在2003-2014年。此外，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有效监督数
千个海外外国直接投资项目的运营也存在疑问。上述分析表明，根本问题可能在于指导这些
制造业投资项目实际运营过程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的实施上。

对行业作用的研究

本文还探讨了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制造业二氧化碳的影响是否因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而
有所不同。为此，我们将中国对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分为三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
和知识密集型。技术、研发等3 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通常会推动先进技术和清洁技
术的使用。这些行业优先考虑效率和创新，从而减少排放和污染。因此，我们预计这些类型
的外国直接投资会为环境带来积极影响。相反，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外国直接投
资可能会忽视环境问题，而将重点放在生产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上。当没有严格的环境法规
进行监管时，排放和污染可能将增加。此外，发展中国家在这些行业中的外国直接投资竞争
可能导致环境标准出现“竞次”现象。因此，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在对中国制造业外国直接
投资流入非洲所产生的环境影响非常重要。

我们考察了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是否因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
而异。研究结果见表2，其中第1-2列为面板固定效应的结果，第3-6列为使用上述两个外部
工具的工具变量结果。最终结果表明，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取决
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组成。中国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中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很明显增加了
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反，中国对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碳强度没
有显著影响。

3 分类见附录表A2。



www.bu.edu/gdp 15

面板固定效应 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5) (6)

面板A

劳动密集型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数） 0.022** 0.018* 0.020** 0.018* 0.018** 0.016*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常数 2.404*** -18.120** -17.211** -18.261** -17.182** -18.237**

(0.061) (8.527) (7.545) (7.366) (7.554) (7.374)

观测值 338 335 335 326 335 326

R平方 0.884 0.888 0.888 0.899 0.888 0.899

控制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Hansen J统计量 44 45 45 46

Hansen J统计量p值 0.12 0.17 0.12 0.15

面板B

资源密集型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数） 0.015* 0.012 0.016** 0.012 0.014* 0.010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常数 2.412*** -17.985** -17.089** -18.125** -17.065** -18.109**

(0.065) (8.573) (7.585) (7.411) (7.591) (7.417)

观测值 338 335 335 326 335 326

R平方 0.883 0.887 0.887 0.898 0.887 0.898

控制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Hansen J统计量 44 45 45 46

Hansen J统计量p值 0.69 0.78 0.63 0.65

面板C

知识密集型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数) 0.007 0.008 0.008 0.010 0.008 0.010

(0.009) (0.009) (0.008) (0.008) (0.008) (0.008)

常数 2.418*** -17.927** -17.000** -18.147** -16.993** -18.152**

(0.060) (8.593) (7.610) (7.416) (7.614) (7.416)

观测值 338 335 335 326 335 326

R平方 0.882 0.887 0.887 0.899 0.887 0.899

控制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Hansen J统计量 44 45 45 46

Hansen J统计量p值 0.26 0.33 0.29 0.36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0

来源：作者使用所描述的数据绘制。

注释：第1-2列为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第3-6列为Lewbel-工具变量-回归。第3列为没有使用外部工具的结果，第4-6列为使用外部工具的结果。
第4列的外部工具是预测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第5列的外部工具是平均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第6列为同时使用两个外部工具的结果。

表 2：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受外国直接投资行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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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法规作用的研究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的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分
析显示，当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非洲接收国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时，这种影响并不明
显。本节将进一步探讨这种关系是否取决于其他国家特征。基于前几节的讨论，我们考察了
环境法规在调节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接收国影响中的作用。为此，我们在公式1的基础上增
加了一个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变量和国家环境监管质量特征的交互项。

Ma nCo2it =  β0 + β1Chin ese FDIit + β2ℤi,t + β3(Chin ese FDIi,t × ℤi,t) +  β
4
C′ it + γi + δt + εit         (4)

该公式所有变量的定义与方程1相同，ℤi,t是值得注意的国家特征（环境监管质量），
FDIi,t × ℤi,t 外国直接投资变量和国家环境监管质量特征的交互项。公式4中外国直接投资对
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总效应由 β1 + β3ℤi,t.计算得出。在这里我们的关注点为，在投资接收国
的环境监管系统质量水平下，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不同影响，这由参
数 β3 给出。因此，β3 是公式4中的关键参数。根据前几节的讨论，当交互项包括中国外国直接
投资变量和环境质量时，预计 β3 < 0，这意味着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
响随着国家环境监管系统质量的提高而降低。

表3为此分析的回归结果。第1、2列为面板固定效应结果，第3-5列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各
列中交互项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值，证明了环境监管在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二氧化碳
排放之间存在系统性影响。因此，结果不显著这一事实可能反映了非洲大陆环境法规执行不
力。在这种情况下，在非洲地区实行有效的环境法规有望减少中国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对
当地产生的环境负面影响。如Neves等（2020年），Zhang等（2020年）和 Yirong（2022年）
的研究，都强调了强有力的制度在调节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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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受环境法规作用的影响

面板固定效应 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5)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

（对数）

0.043 0.047 0.024 0.042 0.024

(0.052) (0.048) (0.047) (0.049) (0.047)

环境监管 -0.055 -0.052 -0.308 -0.055 -0.308

(0.302) (0.279) (0.247) (0.279) (0.247)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

（对数） × 环境监管

-0.029 -0.034 -0.009 -0.028 -0.009

(0.061) (0.056) (0.055) (0.057) (0.055)

人均GDP（对数） 1.284 1.289 1.634* 1.282 1.634*

(0.958) (0.886) (0.844) (0.888) (0.844)

人均GDP平方 -0.076 -0.076 -0.092 -0.076 -0.092

(0.067) (0.062) (0.059) (0.062) (0.059)

人口（对数） 0.788 0.782 0.777 0.789 0.777

(0.530) (0.489) (0.482) (0.489) (0.482)

监管质量 -0.156* -0.157* -0.176** -0.156* -0.176**

(0.092) (0.086) (0.083) (0.086) (0.083)

工业占GDP的比例 0.009** 0.009** 0.009** 0.009** 0.009**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常数 -17.176** -16.200** -17.632** -16.279** -17.632**

(8.363) (7.384) (7.286) (7.389) (7.286)

观测值 335 335 326 335 326

R平方 0.889 0.889 0.900 0.889 0.9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Hansen J 统计量 13 13 13 13

Hansen J 统计量 p值 14 09 15 07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0.

来源：作者使用所描述的数据绘制。

注释：第1列为面板固定效应回归，第3-5列为 Lewbel-工具变量-回归。第2列是不使用外部工具的结果，第3-4列是
使用外部工具的结果。第4列的外部工具是预测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第5列的外部工具是平均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
流入量。第 5 列为同时使用两种外部工具的结果。请注意，在工具变量模型中，我们还将环境监管变量及其与中国
外国直接投资的交互作用内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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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分析：外国直接投资与低碳制造业价值链整合

在扩展分析中，我们研究了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价值链整合碳强度的影响。近年
来，各国政府、学者、发展机构和国际组织都在关注全球价值链（GVC）整合问题，认为
这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并最终实现期待已久的经济转型的便捷途径（世界银行，2020 
年；Abreha等，2021 年；Ndubuisi和Owusu，2021 年）。近年来，非洲地区对全球价值链的
整合令人印象深刻。欧盟、中国、印度和美国通常是非洲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贸易中最强劲的
合作伙伴。在1995-2015年期间，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全球价值链贸易总额有所增加。然
而，非洲地区与欧盟和美国在采购中间产品方面的整合程度有所下降，而与中国的整合程度
则显著增加（Abreha等，2021年），这说明全球贸易发生了重要转变，需要将非洲的贸易和
工业化策略进行重新定位，更多地面向亚洲地区，同时更好地利用与美国和欧盟签署的优惠
贸易协定。然而，非洲与中国及其他伙伴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度整合主要集中在低技能
的轻制造业和初级产品及基本投入品的出口，例如原油、天然气和矿产等原材料开采和出口
（Abreha等，2020年）。作为本文的目标之一，我们还研究了中国开发性金融和外国直接投
资对非洲低碳价值链整合的影响。

为了计算价值链整合的碳强度，我们使用了Eora MRIO I-O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从1990
年2015年间187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和贸易整合碳足迹数据，是I-O数据库中覆盖国家（包
括发展中国家）最完整的数据。该数据库使用广泛（参考Ndubuisi和Owusu，2021年、2022
年、2023年；世界银行WDR，2020年；Amendolagine等，2019年）。Lenzen等（2013年）详
细讨论了Eora数据库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将其与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数据库、OECD-
WTO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数据库（UNCTAD，2013年）等比较数据库进行
对比，结果显示Eora数据库表现良好。

参考最新的全球价值链相关实证文献（参见Wang等，2013年；Koopman等，2014
年；Foster-McGregor等，2015年；Montalbano等，2018年；Ndubuisi和Owusu，2021
年、2022年、2023年），我们利用该数据集计算了本文提出的三类制造业的价值链整合碳强
度指标。将国家i在中间产品跨国贸易中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整合的碳强度定义为：

                GVC Par t icipat ionit = ( FVAit

TEit ) + ( DV Xit

TEit )                                (5)

公式5中，TEit  表示国家 i 在 t, 时间段的总出口，
F VAit

TEit
 为国家的后向参与度，用一国出口中使

用的外国价值增值份额来衡量，并根据整合的碳足迹进行调整，DV Xit

TEit
为国家的前向参与度，

用一国国内价值增值中作为其他国家出口输入的份额来衡量，并根据整合的碳足迹进行调
整。将这两个部分相加得到了总全球价值链整合指标（制造业价值链整合的碳强度），数值
越高表示价值链整合的碳强度越高。

将上述得到的结果与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数据联系起来，我们分析了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非
洲低碳制造业价值链整合的影响。分析结果见附录表A5。结果显示，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显
著降低了非洲制造价值链整合的碳足迹，而主要方式是通过价值链的前向整合，这与（Shi
等，2022年）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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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分析：贷款与低碳制造业和价值链整合

我们还分析了中国贷款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中国对非洲开发性金融的数据来源于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开发的非洲债务数据库（ADD），该数据库提供非洲各国政府每年
外部总贷款的详细信息。因此，我们能够计算出非洲债务国从中国获得的贷款在总贷款中所
占的比例。除了来自私营企业所有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外，中国政府还积极提供资金支持
在非投资，利用如中非基金这样股权投资工具。截至2022年，该基金的可用资金达到100亿
美元，专门用于投资非洲（Moses等，2022年）。此外，还有非股权工具，如2014年成立的
非洲共同成长基金（AGTF），由非洲开发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为贷款出资，资金为20亿
美元。中国和葡语国家合作与发展基金也在非洲大陆进行了投资（Springer等，2023年）。

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和开发性金融影响进行单独分析的理由在于，开发性金融更多反映了中
国政府的动机和目标。开发性金融主要来自政策性银行或国有商业银行，而外国直接投资
更多由私人资本驱动，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维护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将官方
投资与私人资本投资进行对比，可以检验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最近向零排放和绿色“一带一
路”的转变是否如宣称的那样有效。通过分析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开发性金融对制造业碳
排放的影响，我们可以全面了解中国的经济参与对非洲低碳制造业未来前景的影响。分析结
果见附录表A6，结果与表1中的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结果相同。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双边开发性金融提供者和非洲制造业重要外国直
接投资来源国。本工作论文探讨了中国制造业领域外国直接投资对非洲低碳制造业的影响，
回应了有关中国经济参与及其对非洲大陆低碳结构转型具有更广泛影响的疑问。

我们的实证分析使用了2003年至2014年间中国向34个非洲国家的制造业所属行业的外国直
接投资面板数据以及制造业碳排放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导致非洲制造
业二氧化碳排放增加。这种影响在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尤为
明显，而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无显著影响。我们认为，除了行业集中度
外，还有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对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实施不严格的原因。我们的研究还
发现，当投资接收国实行更强有力的环境法规时，可以缓解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二氧
化碳排放的影响，凸显了监管框架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参与与非洲环境结
果之间存在复杂关系，强调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搭建强有力的监管框架对有效应对环境挑战
十分必要。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首先，环境法规亟需加强。非洲政府和决策者必
须优先加强环境法规，以确保各行业，特别是接受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严格遵守环境标
准。这需要建立和执行排放限制，促进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实施有效的监测和执行机制。其
次，我们的研究结果主张在非洲大陆促进可持续融资。当务之急是鼓励中国投资者和其他外
国投资者优先投资环境可持续项目和行业。这可以通过提供税收减免或对绿色工业部门投资
给予补贴等激励措施来实现，充分利用现有比较优势和已有能力，在长期内逐步向新的生产
力和创新性绿色产业转型过渡。

最后，我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促进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投资促进政策的
重要性。这些政策应增强非洲国家采用和实施低碳制造业实践的能力，支持国内制造企业整
合低碳制造创新和技术，按照绿色产业政策的目标提高生产流程中的资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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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贝宁

博茨瓦纳

喀麦隆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

科特迪瓦

埃及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斯威士兰

埃塞俄比亚

加蓬

加纳

肯尼亚

利比亚

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

摩洛哥

莫桑比克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卢旺达

塞内加尔

南非

南苏丹

苏丹

DZA

AGO

BEN

BWA

CMR

COD

COG

CIV

EGY

GNQ

ERI

SWZ

ETH

GAB

GHA

KEN

LBY

MDG

MUS

MAR

MOZ

NER

NGA

RWA

SEN

ZAF

SSD

SDN

国家名称 国家代码

附录

表A1：样本国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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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

建筑与建筑材料

消费电子产品

消费品

食品与饮料

食品与烟草

酒店与旅游

休闲与娱乐

非汽车运输原始设备制造

纸张、印刷与包装

房地产

纺织品

运输

仓储与存储

替代/可再生能源

陶瓷与玻璃

化学品

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金属

矿物

塑料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表A2：行业按活动分类

坦桑尼亚

多哥

突尼斯

乌干达

赞比亚

津巴布韦

TZA

TGO

TUN

UGA

ZMB

ZWE

来源：作者使用所描述的数据绘制。

行业部门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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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橡胶

木制品

航空航天

汽车零部件

汽车原始设备制造

生物技术

商务机器与设备

商务服务

通信

电子元件

发动机与涡轮机

金融服务

医疗保健

工业机械、设备与工具

医疗设备

制药

半导体

软件与IT服务

太空与国防

资源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来源：作者使用所描述的数据绘制。

行业部门 分类



28 www.bu.edu/gdp

表A3：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中国外国直接投
资总量

资源密集型中国
外国直接投资

劳动密集型中国
外国直接投资

知识密集型中国
外国直接投资

(1) (2) (3) (4)

制度相似性 0.215 0.124 0.229 0.192

(0.302) (0.210) (0.223) (0.246)

距离（对数） -2.462*** -1.294* -1.489** -0.862

(0.895) (0.773) (0.737) (0.770)

面积（对数） 0.545*** 0.278*** 0.308*** 0.294***

(0.058) (0.045) (0.042) (0.046)

内陆国家 -0.080 -0.206 -0.095 0.076

(0.257) (0.173) (0.170) (0.221)

世贸组织 1.219*** 0.737** 0.546* 0.668**

(0.391) (0.297) (0.300) (0.331)

外交争端 0.329 -0.138 -0.138 0.542

(0.425) (0.300) (0.300) (0.380)

创业成本 -0.208* -0.151 -0.068 -0.116

(0.122) (0.094) (0.093) (0.101)

偏好 -0.001 0.001 0.013 -0.011

(0.021) (0.015) (0.015) (0.016)

常数项 16.465** 8.878 9.954 4.873

(8.128) (6.896) (6.535) (6.926)

观测值 593 593 593 593

R平方 0.214 0.152 0.119 0.132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0

来源：作者使用所描述的数据绘制。

注释：结果变量使用加常数对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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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中国及其他来源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制造业CO2排放

变量名称 (1) (2)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对数） 0.019** 0.023***

(0.007) (0.008)

环境法规 -0.055 -0.044

(0.304) (0.342)

美国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51

(0.100)

欧盟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82

(0.122)

印度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24

(0.103)

非洲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83

(0.072)

其他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48

(0.060)

人均GDP（对数） 1.374 1.691

(0.997) (1.441)

人均GDP平方 -0.084 -0.080

(0.070) (0.092)

人口（对数） 0.759 -0.067

(0.538) (0.622)

行业（占GDP百分比） 0.009** 0.006

(0.004) (0.006)

监管质量 -0.138 -0.153*

(0.097) (0.086)

经合组织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12

(0.015)

非经合组织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18**

(0.008)

常数项 -16.852** -5.244

(8.557) (10.354)

观测值 335 228

R平方 0.890 0.873

国家效应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来源：作者使用所描述的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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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与价值链整合的碳足迹

(1)
lGVCCO2
总价值链
整合

(2)
lGVCCO2
总价值链
整合

(3)
lFVACO2
后向价值链
整合

(4)
lFVACO2
后向价值链
整合

(5)
lDVXCO2
前向价值链
整合

(6)
lDVXCO2
前向价值链
整合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35 -0.379* -0.014 -0.319 -0.032 -0.456**

(0.216) (0.201) (0.227) (0.216) (0.229) (0.207)

美国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10 0.000 -0.030

(0.114) (0.098) (0.131)

欧盟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00 -0.027 0.057

(0.067) (0.071) (0.077)

印度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169 0.176 0.211*

(0.179) (0.239) (0.116)

非洲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79 0.054 0.129

(0.083) (0.091) (0.105)

其他外国直接投资份额 0.055 0.006 0.104

(0.075) (0.078) (0.088)

人均GDP（对数） 0.552 0.923 0.957 1.470 2.339 0.926

(1.193) (1.644) (1.074) (1.612) (2.107) (2.578)

人均GDP平方 -0.004 -0.050 -0.064 -0.120 -0.096 -0.031

(0.083) (0.101) (0.070) (0.091) (0.133) (0.156)

人口（对数） -0.776 0.029 -1.860** -1.383** -0.885 0.104

(0.813) (0.638) (0.816) (0.647) (0.851) (0.694)

行业（占GDP百分比） 0.012* 0.020** 0.011 0.0213** 0.012* 0.015**

(0.007) (0.008) (0.006) (0.009) (0.007) (0.006)

监管质量 0.041 0.060 0.248** 0.192** -0.223 -0.114

(0.120) (0.084) (0.104) (0.076) (0.167) (0.126)

经合组织外国直接投
资份额

-0.025* -0.0141 -0.058**

(0.014) (0.015) (0.026)

非经合组织外国直接投
资份额

-0.014* -0.016* -0.019*

(0.008) (0.009) (0.010)

常数项 10.020 -4.257 28.360** 19.060* 2.944 -7.070

(13.140) (10.550) (13.500) (11.110) (14.050) (12.020)

观测值 332 237 332 237 332 237

R平方 0.965 0.976 0.963 0.977 0.947 0.957

国家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来源：作者使用所描述的数据绘制。

注释：1-6 列为面板固定效应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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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中国贷款份额 0.041 0.007 0.292*** 0.244**

(0.057) (0.063) (0.109) (0.101)

人均GDP（对数） 1.525 1.619* 1.596*

(0.973) (0.963) (0.913)

人均GDP平方 -0.088 -0.096 -0.098

(0.069) (0.068) (0.060)

人口（对数） 0.700 0.868 0.883*

(0.559) (0.578) (0.480)

工业占GDP比例 0.009** 0.010** 0.010***

(0.004) (0.004) (0.003)

监管质量 -0.157* -0.187** -0.169*

(0.092) (0.090) (0.102)

经合组织贷款份额 0.345*** 0.369***

(0.111) (0.099)

非经合组织贷款份额 0.420*** 0.467***

(0.143) (0.148)

环境法规 -0.051

(0.066)

中国贷款份额 *环境法规 0.260**

(0.104)

常数项 2.426*** -16.77* -19.97** -19.90**

(0.061) (8.832) (9.213) (8.201)

观测值 338 335 335 335

R平方 0.882 0.886 0.891 0.894

国家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来源：作者使用所描述的数据绘制。

注释：1-4 列为面板固定效应回归。

表A6：中国贷款与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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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经合组织国家每年对非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百万美元）

图A2：经合组织国家每年对非洲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百分比）

来源：作者使用FDI Intelligence数据库绘制。

来源：作者使用FDI Intelligence数据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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